
 中外醫學哲學     83 

中國傳統醫學模式對西方醫學的

重要補足——讀李瑞全教授〈中

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：儒家之

醫學模式〉有感 

 

萬 翔 * 

 

李瑞全教授的〈中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：儒家之醫學模式〉

(李瑞全，2015)，是在心理與精神疾病對西方醫學模式構成挑戰

的當代社會，提出的從儒家倫理出發的醫學理念和醫學模式。 

文章討論之初，李瑞全教授開宗明義地指出，西方醫學模式

的底層背景，是發源於古希臘，以笛卡爾思想為集大成者的心物

二元論——靈魂是永恆不滅的存在，而疾病則伴隨著時刻變化的

身體，直至死亡。由此，西方醫學把一切疾病都視為身體的器官

或生理功能問題，直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心理精神疾病性

質的劃分，最終使宗教和社會文化價值納入新的醫療定義之中。 

“物種正常功能”標準和循證醫學，分別在七十年代和九十年

代於西方醫學界流行起來，成為新的醫療定義中的健康評價標準

和醫學模式。但正如李瑞全教授指出，以資料量化為核心方法論

的“物種正常功能”標準，無法量度心理或精神的病狀；以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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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理因數為基礎的循證醫學，沒有採納任何精神性的因素，更無

從討論文化價值。而中國傳統醫學卻恰恰可以為此做極大的補足。 

李瑞全教授首先以孫思邈的《備急千金要方》為例，對中國

傳統醫學的理念及由之引發的醫學模式做了闡釋。應當說，孫思

邈在《千金要方．治病略例第三》中所舉的天道宇宙觀在人身體

精氣與臟腑之間的呈現，十分符合新儒家對“人類宇宙主

義”(anthropocosmic)的描述 1——一方面合理的宇宙秩序展現了

人間的倫理規範，另一方面人類的身體也是整個宇宙佈局的有機

再現。 

孫思邈的《千金方．大醫習業第一》與《千金要方．大醫精

誠第二》對醫道的描述，則與後世儒家醫學傳統的“醫為仁術”

稍有區別。在《大醫習業第一》中所列的各種經典，除《五經》

屬儒家經典之外，孫思邈所推崇的諸多經典，除了醫學著作以外，

可謂是博採眾家之精粹。這一點，李瑞全教授已經闡述明確了。

而若以《大醫精誠第二》章內的“先發大慈惻隱之心，誓願普救

含靈之苦”解之，藥王孫思邈的行醫之道，是佛教“慈悲普救”

與儒家“惻隱之心”的結合。特別是其“至於愛命，人畜一也。

損彼益己，物情同患，況於人乎？夫殺生求生，去生更遠，吾今

此方，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，良由此也”的視眾生為平等的觀念，

與儒家的“差等之愛”相去甚遠，而反映的是佛家眾生平等，或

是道家的生命觀了。 2 對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對古代中醫的貢

獻，可以做的研究還有很多。 

孫思邈的眾生平等和愛護動物的觀念，與他所身處的隋唐時

代的思想文化特徵密不可分。《千金要方》撰於唐高宗永徽三年(西

元 652 年)，其時孫思邈已年過八旬(按 581 年生計算)，隱居在京

 
(1)  關於“人類宇宙主義”的論述，參見 Tu，1989，102；Tu，1998。 
 

(2)  道家對不同物種之間關係的觀念，集中反映在莊子的著作中——一方面，人
的生命只不過是宇宙間一系列生老病死的變化過程中短暫的瞬間；另一方
面，人類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係可以概括成“無為”(non-interfering)二字，
即主張不干涉的態度，與此處孫思邈的觀點不謀而合。對這一思想的總結，
參見 Goldin，20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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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華原（今陝西銅川耀州區）的五臺山中（此山后得名藥王山）。

耀州的五臺山從南北朝起，就開始有佛教摩崖石刻，到隋代則建

有寶雲寺、昭陽庵，僧尼聚集，廣開造像，佛教隱修活動十分興

盛。孫思邈的家鄉就在京兆華原，從少年時就受到耳濡目染，在

其青年學醫之時，長期前往陝西寶雞的太白山和其他一些道教名

山學習醫術。從孫思邈的生活軌跡看，當時盛行的佛教，醫家必

不可少的道教，對他思想的影響都不在強調入世奉獻的儒學之

下。隋唐時代佛教、道家思想的盛行，已為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

學者所注意。例如，范瑞平教授就指出，在宋代以前，中國的“儒

醫”數量寥寥。（Fan 2011，24-26）儘管如此，孫思邈也是在其

列的極少數“儒醫”之中的典範。雖說從學理和觀念上來講，孫

思邈與後世接受系統儒家教育的醫者完全不同，但在當時行醫者

普遍缺乏學術素養——無論是醫書或是諸子百家、經史五行都絕

少涉獵的現狀之中，孫思邈無疑是在庸醫如雲的隋唐時代，踐行

著儒家教化精神的“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聖人。總

之，孫思邈所以為儒醫代表人物，乃是因為他的理念和醫學實踐，

符合儒家對聖人的一切標準，因而他在後世被皇家尊為真人，又

在民間信仰中稱為藥王。 

而李瑞全教授在文中徵引的其他幾位先賢，則若非儒家的代

表人物如程明道，即為龔廷賢、陳實功、喻昌等著名醫家，清晰

地說明了同時兼具名儒素養的醫家從“心存仁義”到“醫乃仁

術”的認識與實踐的發展。這段明晰的論述，使讀者從思想史的

角度對儒家與中醫的醫學模式有了全面的概覽，也基本上勾勒出

了儒醫精神的發展脈絡。 

全文的第三部分是對上述儒家與中醫醫學模式的哲學闡釋。

李瑞全教授的核心觀點，在於指出超乎物理與生理層面的心靈與

精神的疾病，並不能以物理生理或藥物方式治癒，而要以使病患

心靈得到解脫，打開心靈與價值的相通相感應。回復生命對價值

的體驗與創造，病痛即初步得到解除。而從深層次來看，醫藥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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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將人的身體看做一個各部分互相作用的整體，從而能夠從心靈

和精神的層面，與物質和生理的層面共通地反映生命體的整個作

用。從這個角度論述中國傳統醫學的作用，在當代生命倫理學著

作中頗具創新意義。 

與目前生命倫理學研究的常見主題以基因改造、克隆技術、

幹細胞研究、安樂死、臨終關懷等現代科技和文化所引發的倫理

衝突為主，而較少涉及心理與精神疾病這一伴隨人類社會發展而

長期存在的主題。而在西方的醫學傳統中，心理疾病特別是精神

疾病的診治，起初是在與普通醫療機構迴異的精神病院中進行

的。對待病患的方式，包含了常用的人身控制與各種極端的去社

會化治療手段，與對常人的治療不可同日而語。西方精神醫學一

直以藥物治療為主要手段，而缺乏對病人心身有機體的整合醫

療。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各種替代療法(alternative medicine)

的流行，例如瑜伽、冥想、太極等手段，以及西方精神分析學派

所採的談話治療的普及，才使精神醫學的治療方法有所改觀。而

李瑞全教授基於儒家和中醫醫學模式提出的整體醫療的理念，必

將對精神醫學和心身共通治療有所推動。我們期待這一新的醫學

模式，在未來的心身醫學實踐中，取得實際的療效，彌合患者心

靈的傷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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